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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及机制 

——基于8省16县微观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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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破解贫困地区生存困境、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大空间干预战略。本文基于8省16县1 063

户农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效应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强。机

制检验发现，教育及医疗服务可及性改善是重要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搬迁政策对60岁以下户主家庭、无

大病成员家庭及高耕地禀赋家庭的促进效应更强，但整体上呈现出良好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据此，建议健全常态

化分类评估与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实施差异化精准扶持，持续优化安置区公共服务供给，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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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ts mechanisms—An analysis based on micro-data from 16 counties across 8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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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b. China Anti-Poverty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s a major spatial intervention strategy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survival dilemmas 

in impoverished areas and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Based on three-period 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1 063 farm households from 16 counties across 8 provinc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by construct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this effect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over time.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improve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medical services serves as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households with heads under 

60 years of age, households without members suffering from major illnesses, and households with higher cultivated land 

endowments. Overall, the relocation policy demonstrates favorable universality and inclusivenes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normalized categorized assessment and dynamic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support,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resettlement areas, so as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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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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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准扶贫时期“五个一批”工程的核心举措，

易地扶贫搬迁是破解“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发

展困境的重大空间干预战略。该政策通过将生存条

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至适宜发展地区，不仅

实现了960多万贫困人口的空间跨越与脱贫摘帽，

也重构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与发展环境。通过改

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易地扶贫搬迁为搬迁

农户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转型、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易地扶贫搬迁具有迁出地推力主导、城镇化集

中安置、生产方式非农化等重要特征[1]。在政策成

效上，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增

长[2-6]，对家庭消费、就业以及缓解多维贫困等方面

产生了积极影响[7-10]，并且城镇安置相较于农村安

置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11,12]。然

而，搬迁任务的完成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实

现了搬迁群众“搬得出”，还要努力实现“稳得住、

能致富”[13]。当前，我国帮扶工作已进入由“政策

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新阶段”转型的关键节点，

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难以支撑搬迁农户的可持

续发展。已有研究发现，大型集中安置区虽已基本

实现稳定脱贫，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仍面临配套产

业竞争力不强、劳动力素质与生计模式转型要求不

匹配、搬迁群众身份重构缓慢等障碍[14]，“搬迁未

断根”与“安置难融入”的共存困境使搬迁社区秩

序重建成为一个动态且复杂的长期过程[15,16]。与此

同时，农户生产生活场域的转变还伴随着生计方式

调整、社会网络重构和心理适应等多重挑战[17-19]，

部分搬迁农户在新场域融入过程中可能面临可行

能力不足与发展意识薄弱等发展壁垒[20]，其内生发

展能力还会受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实效认知、政府支

持方式和社会支持网络等因素影响[21]。在此背景

下，如何应对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多重挑战、

推动搬迁农户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后扶贫时代

的重要课题[22-24]。 

激发并提升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推动其由“被

动输血”向“内生造血”实质性转变，是破解上述

困境的根本之策。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是指农户基于

自身生计需求，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主动追求发

展、提升能力并付诸实践的内在驱动力量。关于内

生发展能力的理论认识，呈现出一个从引介西方理

论到构建本土化解释框架的演进过程。早期研究多

从心理学与管理学视域展开：自我决定理论指出，

自主、胜任与归属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促进

个体内在动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25]；需求层次

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揭

示了主观发展动机随需求层次跃升的演变规律[26]；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则将贫困理解为基本可行能力

的剥夺，强调发展的实质在于扩展个体实现其所珍

视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由[27]。在中国贫困治理语境

下，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具象化和

本土化，它突出强调农户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发展意

识，是“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重要体现[28-30]。

在内生发展能力的实证测度方面，现有研究大体形

成了两类思路：一类研究从内生发展能力的某一核

心表现出发，选取主观认知[31]、发展信心[32]、福利

依赖[33]等指标进行代理测度，强调个体心理特征和

主观行为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另一类研究则更加

重视内生发展能力的多维属性，将主观发展意愿与

客观发展能力共同纳入分析框架[34-37]，尝试通过多

维指标体系刻画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综合反映农户

自主发展的现实基础与行动倾向。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易地扶贫搬

迁与农户内生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内容主要

集中于搬迁后的收入增长、社会适应、生计转型等

方面，并普遍认为后续扶持政策、社会支持与主体

发展意愿等是影响搬迁农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其一，基于

大规模微观主体的实证检验仍相对不足。现有研究

多关注于宏观安置区或个别地区的内生发展现状，

以案例分析或定性讨论为主，对作为内生发展能力

核心载体的微观农户关注不足，刻画搬迁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动态变化的经验证据仍较为有限。其二，

政策效应的因果逻辑链条尚不完整。一方面，鲜有

研究将易地扶贫搬迁视作一项重大外生冲击，以精

确识别其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因果净效应。另一

方面，政策传导的“过程黑箱”亟待打开，多数研

究仅关注搬迁政策带来的物质性结果，对作用机制

的探讨也多停留在定性层面，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影

响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关键路径仍不明确。 

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全国8省16县1 063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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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评估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

作用机制，以期为评估搬迁政策长期成效、健全常

态化帮扶机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

问题提供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直

接影响 

易地搬迁既不是简单的地域变动，也不是简单

的人群拼凑，而是身份重塑、情感融入和生活方式

根本变革，这就决定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成效与

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根据需求层次理论[26]，

个体需求遵循从生理、安全向社交、尊重及自我实

现逐级递进的逻辑。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农户长期

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其在原居

住地难以保障的生理与安全需求得以满足，为其内

生发展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搬迁前，

部分贫困农户长期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

薄弱、市场联系不足的地区，家庭资源配置和发展

机会受到较强的空间约束。易地扶贫搬迁通过改变

居住区位，改善住房、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使农

户能够更加便利地接触市场和公共服务资源，从而

降低地理隔离对生产、生活和要素配置形成的限

制，拓展家庭进行劳动力配置、人力资本投资和生

计调整的空间，进而扩大农户的发展机会集合，为

家庭将既有资源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创造更加有

利的条件。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25]，更为丰富的发展机会以

及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积极反馈，有助于增强

搬迁农户的自主感和胜任感，进而促进自主性发展

动机的形成。长期处于生存压力和发展机会匮乏状

态的农户，往往需要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维持基本

生活，对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和投入受到约束。易

地扶贫搬迁在改善基本生活条件、降低生存压力的

基础上，使农户拥有更多资源和空间关注就业、教

育投入、能力提升及社会参与等自主性与发展性目

标，促进农户由依赖外部支持向主动利用资源、谋

求持续发展转变，进而提升其内生发展能力。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 

（二）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间

接影响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27]认为，贫困的本质是个体

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发展的核心在于扩展人们

过上自己所珍视生活的自由。从这一视角看，农户

内生发展能力并非单纯取决于家庭拥有多少外部资

源，更取决于其能否将既有资源和外部发展机会转

化为人力资本、健康资本以及持续改善生活的现实

能力。教育和健康既是个体实现有价值生活的关键

组成部分，也是其参与劳动、积累人力资本和利用

其他发展机会的重要基础。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

教育服务可及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方面考察易

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 

首先，教育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拓展家庭

人力资本积累的可行能力。一方面，对于居住在偏

远地区的贫困农户而言，基础教育设施距离较远会

增加家庭获取教育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并可能

加剧地理条件对教育机会的约束。易地扶贫搬迁通

过改变农户的居住区位，使其更加接近基础教育设

施，从而减少教育服务获取过程中的空间障碍。另

一方面，虽然部分搬迁户子女教育在过渡期内可能

面临家庭支持与学校引导脱节的困境[38]，但从长期

来看，教育服务可及性的改善能够为家庭成员持续

接受教育和积累人力资本提供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将进一步提高搬迁家庭获取信

息、学习技能、参与就业、适应市场变化等长期发

展能力和代际发展潜力，从而增强农户依靠自身能

力谋求持续发展的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通过提升教育服务可及

性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其次，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助于拓展家庭

维持健康和开展生产活动的可行能力，降低健康风

险对内生发展能力的侵蚀。健康是个体参与劳动、

获取收入并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基本条件。对于医

疗资源相对匮乏且居住分散的贫困农户而言，较高

的就医距离会强化疾病冲击对家庭劳动供给和发

展投入的约束。易地扶贫搬迁使农户更加接近基本

医疗服务设施，有助于降低医疗服务获取的空间成

本，提高家庭获得基本诊疗服务的便利程度，缓解

疾病对家庭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并减少健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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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教育投资、生产经营和其他发展性投入的挤

出，由此增强农户利用现有资源和外部机会实现持

续发展的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b：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通过提升医疗服务可及

性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依赖的微观数据，源自中国人

民大学联合原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机构开展的易地

扶贫搬迁专项追踪调查。该大型调研项目自2016年

基期启动以来，先后于2017年、2019年及2021年进

行了多轮次的回访与跟进。问卷设计多维且翔实，

涵盖了安置区、行政村、搬迁农户以及部分非搬迁

户等多个层面的微观信息，调研区域涵盖中西部腹

地的八个省（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

北、湖南、陕西与甘肃。这一区域设定的核心逻辑

在于，上述八省（区）均系《全国“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规划》中任务最重的主阵地，其计划搬迁

规模皆突破了50万人大关。同时，这些区域的生态

与地理环境相对脆弱，横跨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等五个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而

言，样本不仅地理覆盖面广，还囊括了现有的各类

搬迁模式及不同规模的安置区，为研究提供了极具

代表性的数据支撑。 

本文选取2017年、2019年和2021年三期追踪调

查数据构建农户层面的面板数据。调查期间，样本

中接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农户数量逐步增加，不

同农户接受搬迁政策的时间存在差异，为后续政策

效应识别提供了数据基础。在剔除无效样本、缺失

样本以及未追踪到的样本后，最终得到1 063户农户

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共3 189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既体现家庭在资源禀赋、要

素配置和发展策略等方面所具备的现实能力，也体

现家庭主动改善生活、谋求持续发展的主观意愿。

基于李飞[34]、刘亭廷[37]、石智雷[39]等人的相关研究，

本文从家庭客观发展能力和家庭主观发展意愿两

个维度构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表1），

采用熵值法计算最终得分。 

表1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测算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指标属性 

家庭客观发展能力 家庭资源禀赋 家庭人均资产(元) 家庭耐用消费品总值/家庭人口数 正向 

家庭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人口数 正向 

社会资本 亲戚朋友中的公职人数 正向 

家庭发展策略 家庭劳动投入强度 家庭劳动总时间/家庭劳动人口数 正向 

家庭收入多样性 采用Shannon-Weaver公式计算 正向 

家庭教育投资(元) 家庭教育支出 正向 

家庭主观发展意愿 社会认知 基层治理参与意愿 家庭参与村公共事务讨论程度 正向 

基层治理影响力 家庭对村公共事务影响力程度 正向 

自我认知 家庭生活满意度 对实际生活的满意程度 正向 

家庭发展进取倾向 与其他人相比的闯劲程度 正向 

 

家庭客观发展能力是指农户依托既有资源禀

赋并通过合理配置家庭生产生活要素形成的现实

发展基础，主要反映家庭“有没有能力实现持续发

展”，具体包括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发展策略两个

方面。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家庭客观发展能力的核

心要素，不仅决定了家庭成员在资源获取、能力培

养和社会流动中的起点，也是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基础。家庭发展策略反映了农户在既有资源约束

下对劳动力分配、收入获取、风险应对等方面采取

的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应对措施，是家庭将资源禀

赋转化为现实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参考石智

雷[39]的相关研究，以家庭人均资产、家庭劳动人口

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本衡量家庭资源禀赋，以

家庭劳动投入强度、家庭收入多样性和家庭教育投

资衡量家庭发展策略，并使用Shannon-Weaver公式计

算家庭收入多样性。  

家庭主观发展意愿是农户基于自身期望与外

部环境，主动追求生活改善、实现向上发展的主观

能动性，是衡量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

力的关键维度，直接回应了家庭“想不想发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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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动力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家庭主观发展

意愿划分为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两个方面。社会认

知主要反映农户对自身与村庄公共事务关系的认

识，及其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程度，以基层治理参

与意愿和基层治理影响力衡量。其中，基层治理参

与意愿和基层治理影响力分别通过农户对“是否参

与村内公共事务讨论”和“家庭对村内公共事务的

影响力”的自评衡量。自我认知主要反映农户对当

前生活状态和自身未来发展倾向的主观判断，具体

以家庭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发展进取倾向两个指标

度量。家庭生活满意度通过农户对“实际生活的满

意程度”的自评衡量，家庭发展进取倾向则通过农

户对“与其他人相比的闯劲程度”的自评来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易地扶贫搬迁，基于问

卷中农户“是否有人入住新家”进行衡量。具体而

言，在2017—2021年观测期间，若农户在t年已有家

庭成员入住新家，则视为该农户已发生易地搬迁，

将其搬迁当年及后续年份赋值为1，纳入实验组。

若尚未搬迁入住则赋值为0，纳入控制组。这种分

批次处理结构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利用搬迁时点

差异识别政策效应提供了基础。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11,40]，本文选取户主年龄、性别、

健康状况、居家时间、受教育程度和是否干部这六

个指标作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选取家庭男性占

比、家庭党员数量、金融可获得性这三个指标作为

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4．机制变量 

本文选用教育服务可及性、医疗服务可及性作

为机制变量。教育服务可及性使用农户家庭距最近

小学的距离予以衡量，医疗服务可及性使用农户家

庭距最近诊所的距离予以衡量。 

5．变量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赋值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是涵盖农户家庭客观发展

能力与主观发展意愿的综合指标，其均值0.147处于

较低水平且最大值仅为0.405，反映了样本农户在搬

迁初期面临“底子薄”的客观现实，为后续观察搬

迁政策带来的边际提升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构建指标体系测算 0.147 0.0517 0.00421 0.405 

解释变量 易地扶贫搬迁 是否有人入住新家，是=1，否=0 0.725 0.446 0 1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岁 55.94 11.67 21 92 

户主性别 男=1，女=0 0.927 0.260 0 1 

户主健康状况 健康=1，不健康=0 0.559 0.497 0 1 

户主居家时间 户主全年在家居住多长时间/月 10.55 3.264 0 12 

户主受教育程度 没上学=0，小学一至六年级=1~6，初一至初三=7~9，高一

至高三=10~12，职业高中=12，中专=12，大专及以上=15 

4.990 3.342 0 15 

户主是否干部 是=1，否=0 0.0395 0.195 0 1 

家庭男性占比 家庭男性人数与家庭总人口之比 0.535 0.173 0 1 

家庭党员数量 家庭党员数量/人 0.102 0.381 0 7 

金融可获得性 距离最近的乡镇有多少家金融机构 1.995 1.728 0 20 

机制变量 教育服务可及性 农户家庭距最近小学的距离/千米 4.753 6.429 0 50 

医疗服务可及性 农户家庭距最近诊所的距离/千米 2.559 4.042 0 35 

 

（三）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具有渐进性，本文选

用多期双重差分法（Multi-period DID）作为基准回

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 0 1 , , ,i t i t i i t i t i tY Treated X           （1） 

式（1）中，Yi,t表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数，

Treatedi,t为核心解释变量，Xi,t为影响农户内生发展

能力指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组，β0为截距项，β1和βi

分别为是否搬迁和控制变量组的回归系数，μi表示

家户固定效应，δ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

动项。 

2．机制检验模型 

参考江艇[41]的研究，本文采用二阶段中介效应

模型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教育服务可及性以及医

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验证政策发挥效用的潜在渠

道。具体模型如下： 

, 0 1 , , ,i t i t i i t i t i tMED Treated X          （2） 

式（2）中， i tMED， 为中介变量，包括教育服

务可及性以及医疗服务可及性，其余变量定义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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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回归模型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显示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 

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 

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 0.013*** 0.013*** 0.013*** 

 (0.003) (0.003) (0.003) 

户主年龄  0.000* 0.000* 

  (0.000) (0.000) 

户主性别  –0.002 –0.003 

  (0.007) (0.007) 

户主健康状况  0.005* 0.005* 

  (0.002) (0.002) 

户主居家时间  –0.001** –0.001** 

  (0.000) (0.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1*** 0.001*** 

  (0.000) (0.000) 

户主是否干部  0.012* 0.011* 

  (0.006) (0.006) 

家庭男性占比   0.017 

   (0.014) 

家庭党员数量   0.006* 

   (0.003) 

金融可获得性   0.000 

   (0.001) 

常数项 0.122*** 0.105*** 0.095*** 

 (0.001) (0.012) (0.01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189 3 189 3 189 

家庭数 1 063 1 063 1 063 

组内R² 0.240 0.249 0.25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p < 0.10, p < 0.05, 

p < 0.01，以下同。 
 

列（1）—列（3）分别表示了不包含控制变量

和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控制了年份和家户

固定效应下的全样本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显著增强了农

户内生发展能力，H1得到验证。具体来看，列（3）

中易地扶贫搬迁的回归系数为0.013，且在1%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考虑到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指

数的均值为 0.147，0.013的系数意味着易地扶贫搬

迁使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相对于平均水平提升了约

8.8%。农户内生发展能力作为一种“慢变量”，其

改变通常具有滞后性，约8.8%的相对增幅在3~5年

的政策观察期内已属于显著提升。这证明了易地扶

贫搬迁不仅仅实现了物理空间的位移，更在微观层

面触动了农户的发展意愿，显著提升了农户内生发

展能力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

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图1和表4所示。 

 

图1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影响 

的平行趋势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为确保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一步对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是否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以搬迁前1期作为基

准期，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搬迁前2期的估计系数

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说明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

控制组在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

异，检验结果支持平行趋势假设。进一步考察政策

的动态效应可以发现，搬迁当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实施会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产生积极影响。从后续时期的点估计来看，搬迁后

1期和搬迁后2期的政策效应均保持为正，且系数总

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促

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逐步增强特征。 

2．更换被解释变量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含义是农户拥有独立自

主、主动作为的发展能力，本文在家庭收入多样性

指标测算中删去转移性收入来源，并重新测算内生

发展能力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4列（1）所示，

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在

剥离转移性收入的政策“输血”效应后，易地扶贫



   

   

3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skxb.hunau.edu.cn 2026 年 10 月 
 

 

搬迁依然有效激发了农户内生发展能力，证实了基

准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极端值敏感性检验 

表4列（2）报告了极端值缩尾处理后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与户主年龄等连续型

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排除异

常观测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结果显示，核心解

释变量易地扶贫搬迁的系数仍为0.013，且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均保持

一致，表明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对极端值并不敏

感，原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删去转移性收入 缩尾处理 

易地扶贫搬迁 0.013*** 0.013*** 

 (0.003) (0.003) 

户主年龄 0.000  

 (0.000)  

户主性别 –0.004 –0.002 

 (0.007) (0.006) 

户主健康状况 0.005* 0.005* 

 (0.002) (0.002) 

户主居家时间 –0.001**  

 (0.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02*** 0.001*** 

 (0.001) (0.000) 

户主是否干部 0.011* 0.011* 

 (0.006) (0.006) 

家庭男性占比 0.017 0.017 

 (0.015) (0.014) 

家庭党员数量 0.005 0.005* 

 (0.004) (0.003) 

金融可获得性 0.000  

 (0.001)  

户主年龄(缩尾)  0.000* 

  (0.000) 

户主居家时间(缩尾)  –0.001** 

  (0.000) 

金融可获得性(缩尾)  0.000 

  (0.001) 

常数项 0.103*** 0.096*** 

 (0.014) (0.01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 189 3 189 

家庭数 1 063 1 063 

组内R² 0.251 0.254 
 

4．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随机因

素或样本偶然性的干扰，本文采用随机置换方法进

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具体而言，本文

在家庭层面随机置换搬迁年份，在保持各搬迁批次

样本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重新构造虚假政策处理变

量，并重复进行500次回归，得到随机处理条件下

DID估计系数的经验分布。结果显示，随机置换所

得估计系数主要集中于0附近，整体呈近似对称分

布；相比之下，基准回归的真实DID估计系数约为

0.013，明显偏离随机估计系数分布的中心区域。这

表明，在随机分配搬迁年份的情况下，较难获得与

基准回归相近的正向估计结果，基准回归所识别出

的政策效应并非由随机处理或样本偶然性所驱动。

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易地扶贫搬迁能够提升

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研究结论，基准估计结果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图2 安慰剂检验 

 

（三）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

能力影响的群体差异，本文从户主个体特征、家庭

健康负担和家庭耕地禀赋三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

检验。 

1．户主个体特征异质性 

户主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所处的生

命周期阶段以及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供给、就业转换

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此，本文选取户主年龄作

为户主个体特征异质性的度量指标，以60岁为界限

进行了分组检验。如表5列（1）和列（2）所示，

易地扶贫搬迁对两类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均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其中60岁以下组的估计系数为

0.01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60岁及以上组的

估计系数为0.012，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横

向比较可见，60岁以下户主家庭的政策效应更高。

从生理适应能力与社会资本积累的视角看，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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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户主家庭，高龄户主家庭在搬迁中可能面临更

高的心理适应成本与生计转型压力，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竞争力相对不足，使得其将搬迁安置资源转化

为自身发展能力的效率相对较低。这一发现提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应高度关注老龄化家

庭的特殊性，可通过开发“家门口”的公益性岗位

或强化社会保障兜底等方式，进一步缓解其生计适

应难题。 

表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60岁以下 60岁及以上 无大病成员 有大病成员 低耕地禀赋 高耕地禀赋 

易地扶贫搬迁 0.014*** 0.012** 0.014*** 0.013* 0.011** 0.014*** 

 (0.003) (0.005) (0.003) (0.008) (0.004)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992 1 197 2 742 447 1 584 1 605 

家庭数 664 399 914 149 528 535 

组内R² 0.274 0.223 0.247 0.288 0.242 0.269 
 

2．家庭健康负担异质性 

健康状况是影响家庭劳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重要因素。家庭中存在大病成员时，不仅会增

加医疗支出，还可能通过减少有效劳动供给、增加

照护时间以及挤出生产性和发展性投入等方式形成

持续约束。因此，家庭健康负担可能影响搬迁所带

来的外部发展条件向家庭自身发展能力转化的程

度。本文依据2017年调查中家庭是否存在大病成员，

将样本划分为无大病成员组和有大病成员组进行检

验。表5列（3）和列（4）结果显示，易地扶贫搬

迁对无大病成员组和有大病成员组的内生发展能

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无大病成员组的估

计系数为0.01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有大病

成员组的估计系数为0.013，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从系数大小看，两组政策效应较为接近，但无

大病负担家庭的估计结果表现出更高的统计精度。

这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总体能够改善不同健康状况

家庭的发展能力，体现出对不同家庭情况的农户的

普惠性和包容性。但对于面临较强健康约束的家庭

而言，疾病支出、照护负担和劳动力损失仍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将搬迁改善的外部条件转化为

持续发展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有大病成员组样本

量相对较小，共149户，因此针对家庭健康负担的

异质性结论更多提供了一种趋势性参考，未来仍需

依赖更大规模的专门抽样调查予以验证。 

3．家庭耕地禀赋异质性 

土地是农户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生计资本，其

丰缺程度往往决定了农户对农业生计的依赖程度，

不同耕地禀赋家庭在搬迁后可能采取不同的发展

路径。为了考察初始土地资源禀赋是否会对易地扶

贫搬迁的政策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以2017年

“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

为高耕地禀赋组与低耕地禀赋组进行检验。回归结

果如表5列（5）和列（6）所示，易地扶贫搬迁对

两类样本的内生发展能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低耕地禀赋组的估计系数为0.011，在5%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高耕地禀赋组的估计系数为

0.014，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点估计结果看，

高耕地禀赋组的政策效应相对更大，但与此同时，

低耕地禀赋组同样获得了显著的能力提升，说明搬

迁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并未局限于土地资源相对丰

富的农户，而是对不同土地资源禀赋家庭均具有积

极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并

非简单的物理位移，其配套的土地流转制度与后续

帮扶措施发挥了关键的“平滑”作用[42]。一方面，

对于低耕地禀赋农户，搬迁直接打破了其土地资源

的匮乏束缚，促成了其生计向非农领域的快速转

型；另一方面，对于高耕地禀赋农户，政策通过积

极引导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入股农业合作社等

手段，成功将搬迁农户原本的土地权益转化为源源

不断的资本收益，从而有效对冲和弥合了由土地禀

赋差异带来的生计转型鸿沟。 

综上所述，搬迁政策在激发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方面呈现出“群体差异”与“包容普惠”并存的特

征。一方面，搬迁政策成功跨越了由个体特征、家

庭健康负担与耕地资源禀赋等差距所带来的鸿沟，

实现了“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宏观目标；但另

一方面，在应对高龄搬迁群体与家庭健康负担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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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户家庭方面，仍呈现出一定的客观局限。这不

仅印证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资源配置与制

度设计上的公平性，也为后续常态化帮扶阶段防范

规模性返贫、精准分类帮扶老龄弱势群体、完善农

村大病重病政策等提供了明确的政策着力点与坚

实的实证依据。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打开搬迁政策影响农户内生发展

能力的机制“黑箱”，本文从教育服务可及性和医

疗服务可及性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检验。回归

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 

表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教育服务可及性 医疗服务可及性 

易地扶贫搬迁 –3.538*** –2.660*** 

 (0.340) (0.237) 

户主年龄 –0.009 0.013 

 (0.023) (0.015) 

户主性别 0.492 –0.088 

 (0.522) (0.365) 

户主健康状况 –0.090 –0.274 

 (0.261) (0.198) 

户主居家时间 0.010 0.006 

 (0.038) (0.025) 

户主受教育程度 –0.146** –0.003 

 (0.060) (0.043) 

户主是否干部 1.087 –0.125 

 (0.843) (0.633) 

家庭男性占比 1.983 0.167 

 (1.732) (0.958) 

家庭党员数量 0.009 0.177 

 (0.304) (0.131) 

金融可获得性 0.021 –0.078** 

 (0.070) (0.039) 

常数项 6.599*** 4.419*** 

 (1.686) (1.01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189 3189 

家庭数 1063 1063 

组内R² 0.112 0.173 

1．教育服务可及性机制 

为检验易地扶贫搬迁是否通过改善教育服务

可及性影响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本文以农户家庭搬

迁前后至最近小学的距离衡量教育服务可及性，该

指标数值越小，表明家庭获取基础教育服务的空间

距离越短，教育服务可及性越高。表6列（1）结果

显示，易地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为-3.538，且在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搬迁后农户家庭至最近小

学的距离平均缩短3.538千米。这说明，易地扶贫搬

迁显著降低了农户获取基础教育服务的空间成本，

改善了家庭接触基础教育设施的便利条件。结合前

文理论分析，这种空间可及性的改善，有利于为家

庭持续接受教育及积累人力资本创造更为有利的

条件，从而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撑。

因此，H2a得到验证。 

2．医疗服务可及性机制 

进一步地，本文以农户家庭至最近诊所的距离

衡量医疗服务可及性。同样，该指标数值越小，表

示家庭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所面临的空间约束越弱，

医疗服务可及性越高。表6列（2）结果显示，易地

扶贫搬迁的估计系数为-2.660，且在1%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表明搬迁后农户家庭至最近诊所的距离平

均缩短2.660千米。该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显著

改善了农户获取基本医疗服务的空间条件，降低了

医疗服务利用过程中由地理距离造成的障碍。结合

前文分析，医疗服务可及性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健康

风险对家庭劳动能力和长期发展投入形成的约束，

进而为农户持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创造更加稳定

的健康基础。因此，H2b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全国8省16县样本农户的三期微观追

踪调研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

用路径。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内生发展

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使农户内生

发展能力提升约8.8%，政策效应从搬迁当期的初步

显现到持续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与医疗服务

可及性的改善是重要传导渠道，搬迁通过优化家庭

获取教育及医疗服务的空间条件，为外部机会向内

生能力转化提供支撑。异质性分析表明，搬迁政策

对60岁以下户主家庭、无大病成员家庭和高耕地禀

赋家庭的促进效应更强，但同时对不同年龄阶段、

健康负担和耕地禀赋的农户家庭均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未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分化，表明政策效

应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包容性。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居住环境的物理位移，更

是农户发展能力的全面提升。摆脱恶劣的自然生存

环境只是政策的初阶目标，而激发搬迁农户内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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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力，使其具备自发抵御生计风险、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核心本领，才是政策的终极导向。基于上述

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应健全常态化分类评估与动态监测预警

机制。实证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带来了农户内

生发展能力的实质性跃升，且政策效应在不同类型

农户家庭间存在一定差异。据此，后续帮扶不应仅

以单一的收入绝对值指标为导向，建议将本研究构

建的“内生发展能力指数”相关维度补充纳入现有

防止返贫的监测体系，健全分类评估与动态监测预

警机制。对收入暂时稳定但劳动力弱化、健康负担

加重或发展投入不足的家庭进行持续跟踪。通过走

访调研和定期评估等方式，及时识别农户家庭发展

能力下降的风险，将政策介入由返贫后的补偿性救

助进一步向风险形成前的预防性支持延伸，提高后

续帮扶资源配置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二是应基于农户家庭特征实施差异化与精准

化的后续扶持。异质性分析表明，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对不同家庭利用搬迁后发展机会的能力存在一

定影响。因此，后续扶持应在普惠性政策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分类施策水平。建议利用基层网格化数据

对不同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画像”，进行分

类干预：对因老龄化等客观原因导致生计资本薄

弱、内生发展能力指标显著落后的农户家庭，强化

社会保障兜底与开发轻体力公益性岗位；对于存在

大病成员、医疗支出和照护压力较大的家庭，应加

强基本医疗保障、健康管理和临时救助之间的衔

接，尽量减少疾病冲击对劳动供给和家庭发展性支

出的挤出；对于不同耕地禀赋家庭，则应根据其生

产性资源基础提供差异化的发展条件，引导耕地较

少的家庭更加顺畅地参与非农就业，同时完善土地

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耕地资源较多的家庭在

农业经营与非农就业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创造条件；

对具备劳动力但自我发展意愿不足的农户，强化内

生发展意愿和加强发展引导等，从而推动后续扶持

从普遍覆盖转向“精准滴灌”，确保常态化帮扶政

策精准发力。 

三是应持续提升搬迁安置区教育服务可及性

和衔接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教育服务可及性的改

善是促进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后

续政策应在已有安置区教育设施布局基础上，进一

步关注搬迁家庭实际获得基础教育服务的便利程

度，避免将公共服务改善简单等同于设施数量增

加。一方面，应结合安置区人口规模、学龄人口变

化和居住分布，持续优化学校及相关教育服务设施

布局，完善安置社区与学校之间的交通衔接，降低

搬迁家庭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另一方

面，应重视搬迁家庭子女进入新教育环境后的适应问

题，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信息沟通，对教育

支持能力较弱的家庭提供必要的课后服务和家庭教

育指导，使空间距离缩短转化为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

条件，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利用。 

四是应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提升搬迁农户

医疗服务便利性。研究发现，改善基本医疗服务可

及性有助于缓解健康因素对家庭持续发展的约束。

因此，在后续扶持中，应继续把基本医疗服务的便

捷获取作为搬迁安置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重

要内容。具体而言，应根据搬迁人口规模和老龄化、

慢性病等健康需求，合理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和基层

医疗设施布局，提高常见病、慢性病以及基本健康

管理服务的就近可获得性；对于大病成员较多、老

龄化程度较高的搬迁家庭，应加强家庭医生、慢性

病随访、医保结算和转诊服务之间的衔接，降低反

复就医产生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应通过提高

基层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便利性，减少疾病冲击对

家庭劳动力参与和教育、生产等发展性投入的挤

压，使医疗可及性的改善进一步转化为家庭健康资

本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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